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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员工超出自身职责范围的角色外创新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可持续性，而有关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创新工作行为作用的研究仍处于初步探索的阶段。基于能力-动机-机会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构建跨层次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对67个科技创新团队215份员工有效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检验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创新工作行为的作用机制，同时引入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这一中介变量，并验证创新动机和主动型人格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包容型领导能够跨层正向影响员工创新工作行为的产生和实施；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在包容型领导与员工创新工作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主动性人格和创新动机对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及创新工作行为的关系均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主动性人格正向调节包容型领导通过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对员工创新工作行为的中介效应。因此，科技型企业应实施激发领导包容性特质管理方法，鼓励领导者实施包容型领导行为，支持下属实施有益于组织发展的角色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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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Inclusive Leadership on Employees' Innovative Work Behav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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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mployees' innovative behaviors, going beyond their own responsibilitie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determining a company’s sustainability. However,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inclusive leadership on employees' innovative work behaviors remains in the early exploratory stage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impact of inclusive leadership on employees' innovative work behavior and its internal mechanism research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ve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ability-motivation-opportunity” theory and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ole of inclusive leadership in influencing employees' innovative work behaviors by constructing a cross-level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and discusse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role breadth self-efficacy, verifying the moderating role of innovative motivation and proactive personality. In this study, 67 valid questionnaires for group leaders and 215 valid questionnaires for group members are collected by matching group leaders and group members, and hypotheses are tested by using multilevel linear model.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indicate that inclusive leadership has a cross-level positive effect on employees' innovative work behaviors. Role breadth self-efficacy significantl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lusive leadership and employee innovative work behavior. Motivation to innovate and proactive personalit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ole self-efficacy and employees' innovative work behaviors, and proactive personality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inclusive leadership on employees' innovative work behaviors through role breadth self-efficacy. Thus,  technology-driven enterprises should implement management approaches that foster inclusive leadership traits, encouraging leaders to adopt inclusive behaviors that support employees in engaging in innovative behaviors beneficial to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inclusive leadership; employees’ innovative work behaviors; role breadth self-efficacy; innovation motivation; proactive personality; technology-driven enterprises; employee management










                                
收稿日期：2024-03-14，修回日期：2024-04-29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工作-家庭增益与个体繁荣互动螺旋上升机制研究：边界弹性和正念的积极影响”（71672024）

0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企业的经营环境变得更具活力和挑战性，技术变革速度的加快导致企业间竞争加剧[1]。科技型企业作为科技成果转化的主体，创新产品和服务成为帮助其在激烈的全球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关键，创新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企业创造和维持竞争力的重要动力[2]。Cainelli等[3]指出与零创新企业相比，创新企业往往具有更高生产效率。近年来，创新成为企业寻求新出路、维持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战略。企业创新的基本单元是员工，企业创新的持续性取决于员工超出自身职责范围的角色外行为[4]，这种角色外的创新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可持续性。如何驱动科技型员工的创新行为，提升其创新绩效，进而为科技型企业注入成长活力成为组织管理领域探讨的重点话题。
员工创新工作行为（innovative work behavior）作为帮助企业在动态环境中实现竞争优势的一种员工角色外行为逐渐受到领导者的重视[5]。Alessa等[6]、De Jong等[7]发现，员工的创新工作行为在使企业与不断变化的经营环境保持一致的过程中【表意不明】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一些企业能够在动态的经营环境中获得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de Jong, 2010 #111;Muchiri, 2020 #78]。尽管已有研究证明创新工作行为可以帮助企业获得竞争优势，但这种角色外行为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8]。Janssen[5]【与文后参考文献不一致，请核实】将创新工作行为定义为员工在组织内有意创造和应用新想法以提高绩效的行为，包含3个相互关联的任务，即创意的创造、推广和实施[9]。创新工作行为是员工创造力外显化，是员工在工作中寻求新思路以提高绩效或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7]。创新工作行为是一种复杂的、自发的、多维度的行为，使得员工在工作中认识到潜在的和现有的问题后，通过有意识地产生、引入和应用创新想法，寻求解决问题的机会和方法，以提高组织内部和外部的绩效，为组织创造价值，使之获得持续竞争优势。
基于以往的经验，组织内成员更倾向于依靠传统习惯进行日常工作[10]；而创新工作行为作为一种员工角色外行为，涉及新的工作理念，其积极影响超越了员工自身的范围，被认为是企业成功的基石[4]。国内外学者针对创新工作行为前因变量展开了研究，认为影响该行为的因素包括员工的个性和情境特征（如De Jong等[6]）、组织资源和工作特征（如Shalley等[12]）、员工的绩效预期（如Yuan等[13]）、直接上级的领导方式等（如Bos-Nehles等[14]）。Patiar等[15]指出，领导风格作为影响员工行为的直接因素，能够通过激励员工、营造有利氛围来促进员工创新工作行为的产生，从而给组织带来竞争优势。领导者能够通过激发员工创新动机、对员工创新提供支持、给予技术指导、行为引领创新等方式促进员工提升创新。而包容型领导因其在组织中展现出不同以往领导风格包容性，逐渐受到组织管理领域的重视，成为激烈竞争的经营环境中探讨领导与员工互动关系的特殊领导风格[16]。有研究发现，这种以宽容性和注重公平为特点的领导方式尊重员工的独特性，自身具有推进组织变革的特征，也能够积极鼓励员工发现组织中存在的问题，并寻求新方法解决问题，且包容型领导更倾向于与员工的双向互动，是激发员工发掘企业潜在问题、产生创新动机并实施角色外创新行为的重要因素[17]。
有关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创新工作行为作用的研究仍处于初步探索的阶段。这种领导风格发源于西方管理领域，虽与中国传统美德的包容有相似之处，但在管理领域仍然缺乏对这种领导方式在中国情景中的作用检验，且其作用于员工创新工作行为的具体传导过程仍需探索，特别是其作用于创新工作行为产生的边界条件有待完善；同时，包容型领导作用于创新工作行为产生的机制较为复杂，有必要深入挖掘两者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才能充分发挥这种领导风格在组织管理实践中的积极作用。
基于此，本文以能力-动机-机会（AMO）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重点关注在科技创新型企业中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创新工作行为有何种影响，并引入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作为中介变量，研究创新动机与主动性人格在激发员工创新工作行为过程中发挥的边界作用。本研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为探讨管理实践中员工创新工作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实证支持，并期待进一步对激发科技型企业中员工创新工作行为领域的发展作出贡献。【无须自评】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包容型领导与员工创新工作行为
Nembhard等[18]以医疗团队的管理方式为切入点，将包容型领导引入组织管理中，相关学者随之对这种领导方式的定义及其影响个体行为的作用机制展开研究。Hollander[19]【与文后参考文献部分著录不一致，请核实】认为包容型领导风格体现了员工与领导在共事过程中相互尊重的互动方式；Carmeli等[20]则关注其【指代不明】在领导、员工、组织之间的传导过程，并将之视为关系型领导的核心表达途径，他指出包容型领导关注员工的需要，在组织中表现出易接近性的特点，在帮助员工完成工作任务的同时具有开放性和有效性特征。包容型领导从人的本质出发，立足于多元化发展的领导方式，强调保留组织内个体差异性，关注员工诉求，鼓励员工投身于组织发展[21]。有研究表明包容型领导对员工个体积极行为的唤起具有重要激发作用，能够为员工创新行为的产生提供动力[22]。
科技型企业是社会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强化科技创新引领有助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与科技型企业之间的逻辑关系不清晰】。员工创新工作行为是科技型企业科技创新的原动力，但由于创新本身存在的风险和个体因循守旧的本能可能使得员工本身创新意识不够强，而领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创新工作行为效果的显现，这就需要有效的领导方式来引导员工创新[23]。基于AMO理论，能力、动机和外在机会共同促进了员工创新工作行为的产生[24]，当上级领导给予下属理解、信任、尊重和支持，并为其工作提供物质和情感资源支持时，员工就会感知到进行创新的外在环境。包容型领导更以员工为中心，鼓励员工对工作任务及组织发展提出创新性想法和独特见解，通过将人与事务有效结合来推进工作任务的进行并实现人与组织的双赢，因此包容型领导为推动员工的创新工作行为及高绩效提供了机会[25]。其次，包容型领导不吝于向员工表达赞赏，他们对员工在工作中的贡献和努力表现出鼓励态度，按照这种领导风格行使职能的领导者擅于听取员工对组织任务的看法，并对员工提出的创新性意见和优化工作程序的行为表现出欣然接受的态度[18]。鉴于创新意味着产生新的工作理念并向组织传统行事方法发起挑战，可能会触及部分人的利益，同时这种新的工作理念往往伴随着较高的风险和不确定性[26]。包容型领导所具有的开放性特征蕴含着冒险精神和支持组织创新的理念，能够为员工创新行为的产生提供示范效应；同时，包容型领导的易接近性也表现出对员工错误的容纳与接受，有效减弱员工对创新所带来风险的顾虑和对失败所导致的惩罚的担忧，因此包容型领导风格能够有效推进员工创新工作行为的产生[20]。
基于此，本文认为包容型领导在工作中表现出互利共赢、尊重多元、鼓励创新的行事方式，能够在员工犯错和遭遇失败时给予其鼓励和帮助，他们重视对员工的培养，激励员工对组织已有的或潜在的问题寻找行之有效的新方法，从而能够有效促进员工将潜在的创新思维转化为切实行动，进而促进其创新工作行为的产生。综上，提出如下假设：
H1：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创新工作行为具有跨层次正向影响。
1.2  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Parker[27]将自我效能感向主动行为领域进行拓展，提出了“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role breadth self-efficacy）”的概念。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是指员工在主动承担角色外工作任务时的能力感知和自信程度。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是一种基于情境的角色外胜任力，关注的是员工对工作任务或组织环境主动作出的反应[28]。有研究发现，在组织实践中，员工之所以会愿意耗费自身资源去承担超出职责的工作任务，是基于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这种积极的心理状态，在面对具有复杂性、挑战性的经营环境时，具有高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的员工更乐于扮演积极的角色帮助组织解决问题[29]。鉴于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对组织的积极影响，学者们逐渐对这一变量展开了研究，尽管国内对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的研究仍然较少，但已有国外研究指出，领导的期望和支持对于提升员工完成角色外任务的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具有促进作用[30]。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组织环境能够引导员工的角色认知，改变其对角色外行为的诠释[31]。领导者的信任和支持是员工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的重要来源，包容型领导所展现出的对员工价值的认可和对其工作方式的认同与理解，能够显著增强员工的自信心和效能感，进一步激励员工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的提升[32]；同时，包容型领导尊重、鼓励组织内的差异化和创新行为，能够促进员工主动承担超越职责范围的责任，增强员工为组织在复杂的经营环境中提升竞争力寻求新思路的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33]。除此之外，包容型领导采用组织愿景描绘、创新能力刺激、设立角色榜样以及促进个人价值提升等方式增强员工的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34]。基于此，本文认为以员工为中心的包容型领导能够在日常工作中提升员工完成角色外任务的效能感，提升其在试错的勇气和承担错误结果的心理安全感[35]【本文持有的观点有何引用的必要？】，即在企业进行科技创新活动过程中，包容型领导在考虑员工内部动机状态和行为反应的基础上，通过影响员工心理，增进员工在企业工作过程中对自我价值的积极评价，显著促进员工的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提升，此时员工倾向于作出对组织有益的反应【何为对组织有益的反应？】。因此，本文拟认为授权型领导对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具有积极影响[36]【本文持有的观点有何引用的必要？】。
[bookmark: _Hlk99376538]计划行为理论认为员工角色外行为受其感知到对行为控制的影响【何意？】[37]。Odoardi[38]的研究表明，具有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的员工具有较高的自信心且在组织中往往表现出积极的主动行为，这些员工更相信自己有能力执行创新工作行为，且在面对挑战性任务要求时，更愿意寻求新的方法促进组织发展。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强调员工更宽泛的胜任力，这有助于打破传统组织内员工的角色束缚，为员工创新工作行为的产生提供更广阔空间[39]。本文认为，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作为一种重要的心理资源，对于提升员工自身的积极心理活动和行为选择具有引导作用，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高的员工对主动性行为的促进作用普遍效能感更强【表意不明】，这些员工往往更倾向于实施包括创新工作行为在内的角色外积极行为。相反，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较低的员工惧怕创新工作行为带来的风险，他们往往遵循组织内固有的行事准则来完成工作任务。根据AMO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员工会对领导者的行为及态度作出特定反应，包容型领导通过对员工价值的认同及其创新行为的鼓励，增强员工的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当员工的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较高时，员工对于承担挑战性任务，进行创新、创造的意愿更高，此时，员工有更高的胜任力执行创新工作行为。综上，提出如下假设：
H2：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中介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创新工作行为的影响。
1.3  创新动机的调节作用
[bookmark: _Hlk99376584]个体动机包含内在动机（如个体对目标的兴趣、参与感等）、外在动机（如组织的奖惩等）【下文已述】和无动机，是个体行为产生的动力[40]。员工的外在动机源自组织奖惩等外部刺激，是组织情景作用于个体行为的关键环节[41]；内在动机则源于个体对目标的兴趣、参与感等内部诱因，能够驱动员工在工作中表现出积极的情绪[42]。本文认为创新动机是内、外在动机的综合体，是驱动个体从事创新活动或采取创新行为选择的重要原因。动机过程理论指出，即使面临同样的工作环境与工作任务，不同类别和程度的个体动机会导致行为的差异[43]。基于AMO理论，作为积极的有机体，员工的主观动机是驱动其从事创新活动或采取创新行为选择的主要原因[24]。创新动机较高的个体往往表现出较强的冒险意识及对创新的浓厚兴趣，创新动机对于进一步加强员工的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明确自身在组织中的价值、产生创新工作行为等角色外行为具有重要作用。
员工的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作为一种积极的心理资源，是推动员工角色外行为产生的直接诱因，创新动机则是驱动员工进行创新的内在因素。Chen等[44]指出当员工对提出并执行一些新的想法有信心和动机时，个体创新工作行为产生的可能性更高。因此，对于在内、外动机综合作用下具有较高创新动机且拥有较高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的员工而言，创新动机能够促使员工把对角色外行为的胜任感朝着为实现组织目标寻求新思路的方向发展，进一步使得员工产生创新工作行为[45]。当员工具有较高的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但具有较低的创新动机时，即使其拥有创新的知识、技能以及完成工作任务的信心，却没有创新动机的激发，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所产生的正向影响只会激励员工自觉承担如员工建言行为等其他角色外行为，不会驱动员工产生创新工作行为。综上，提出如下假设：
H3：创新动机正向调节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与创新工作行为之间的关系。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基于创新动机的调节效应构建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员工创新动机对包容型领导通过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对员工创新工作行为的间接作用具有正向调节效应。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中介包容型领导与员工创新工作行为之间的关系，此中介效应的大小会受到创新动机的影响。员工创新动机水平较高时，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在包容型领导与创新工作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就越强，反之，越弱。因此，本研究进一步提出如下假设：【未检验就得出这一个结论？那何须下文提出假设并进行检验？此处应该补充提出假设4的理论根据！】
H4：员工创新动机正向调节了包容型领导通过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对创新工作行为的影响。
1.4  主动性人格的调节作用
[bookmark: _Hlk99376703]主动性人格是一种勇于突破内外环境制约的个人特质[46]。具有主动性人格特质的个体常常被称为风险承担者，他们将复杂的经营环境视为对个人能力的挑战，将寻求新方法解决组织在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视为自我实现的重要路径[47]。计划行为理论指出员工积极的人格特质、心理状态和个人态度对于促进其创新行为的产生具有重要作用[48]。具有高主动性人格特质的个体同时具有承诺性、冒险性和创造性特征，这些特质是员工创新工作行为产生的重要条件。
Prabhu等[49]指出，主动性人格能够促进自我效能感在个体行为中的积极作用【病句】，即高主动性人格的个体对完成角色外任务的能力的信念往往更强。基于自我决定理论，人的内在需要是个体内在动机产生的决定性因素，拥有主动性人格的员工往往拥有积极进取的特质和良好的人际关系，进而能够增强员工完成角色外行为的效能感，推动其在工作过程中主动提出新观点和新想法[50]。对于拥有高主动性人格的员工而言，行事准则是对任务的兴趣和效能感【病句】，他们更乐于对复杂的经营环境进行改变，主动思考达成最优解的路径，并能够针对自身实际情况作出行为调整[51]。因此，本文认为，在科技创新团队中主动性人格高的员工对于完成工作任务具有更高的自信心，且相较于低主动性人格的员工更能促进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在推动员工创新工作行为产生过程中作用的发挥。综上，提出如下假设：
H5：主动性人格正向调节了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与创新工作行为的关系。
通过上述分析，综合H2和H5，本文以主动性人格为调节变量构建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员工的个人特质主动型人格能够正向调节包容型领导通过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对创新工作行为的中介作用。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在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创新工作行为影响中起中介作用，此中介效应的大小会受到主动性人格的影响。当员工的主动性人格特质水平较高时，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在包容型领导与创新工作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越强。反之，越弱。【这更像是一个结论而不是理论说明。未检验就得出这一个结论？那何须下文提出假设并进行检验？此处应该补充提出假设4的理论根据！】综上，提出如下假设：
H6：主动性人格能够正向调节包容型领导通过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对创新工作行为的影响。【提出该假设的理论依据不足】
综上所述，构建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概念模型
2  研究设计
【需补充本文的基准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主效应模型等内容】
2.1  研究样本
本研究主要选取来自兰州、雄安、济南、重庆、上海、南京、东莞等地区【选取这些地方的科技型企业的原因需要交代清楚】的多家科技型企业为研究样本，邀请107个科技创新团队进行了调查。在启动调研程序前，研究人员与企业高管和人力资源部主管进行了沟通与交流，获得了公司管理人员的支持。本研究采取领导与员工配对【本研究中的“领导”如何界定？即哪些岗位的人才算是领导？】的问卷调查法，在2023年6月到8月之间分两个时点收集数据。团队成员在时点1评价其直接领导的包容型领导方式【团队成员对领导进行评价？】，领导评价员工创新工作行为；员工在时点2评价自身的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创新动机和主动性人格。两次调查间隔两个月左右，共回收问卷224份，包含75个团队。对收回问卷所得数据按照电话尾号进行匹配，剔除匹配不上、乱填等无效问卷后，最终共获得67个团队的215份有效问卷，问卷回收有效率为95.98%。本研究的样本特征情况具体如表1所示，在性别上，女性较多（57.7%）；在年龄上，25岁以下员工最多（39.1%）；在学历上，本科生最多（49.3%），在工作年限上，工作1-2年的员工最多（41.4%）；在收入上，收入为<3 000～8 000元的员工最多（49.3%）【无须赘述表中已有的信息，而是要探究数字背后说明了什么。必要时增加质性分析】。

【表1红色背景处占比相加超过1，请修改】
表1  样本特征
	特征变量
	分类
	占比
	特征变量
	分类
	占比

	员工性别
	男性
	42.3%
	员工收入水平
	3 000元及以下
	16.7%

	
	女性
	57.7%
	
	≤3 001～8 000元
	49.3%

	员工年龄
	25岁及以下
	39.1%
	
	≤8 001～12 000元
	17.7%

	
	≤26～30岁
	20.9%
	
	≤12 001～15 000元
	11.2%

	
	≤31～35岁
	19.5%
	
	15 000元以上
	5.1%

	
	≤36～40岁
	5.6%
	领导性别
	男性
	85.1%

	
	40岁以上
	14.9%
	
	女性
	14.9%

	员工学历
	高中及以下
	10.7%
	领导年龄
	≤31～35岁
	21.4%

	
	专科
	25.1%
	
	≤36～40岁
	50.2%

	
	本科
	49.3%
	
	40岁以上
	28.4%

	
	硕士及以上
	14.9%
	领导职位
	基层管理者
	24.7%

	员工工作年限
	≤1～2年
	41.4%
	
	中层管理者
	59.1%

	
	≤3～5年
	23.7%
	
	高层管理者
	16.3%

	
	≤6～7年
	8.8%
	
	
	

	
	≤8～10年
	12.6%
	
	
	

	
	10年以上
	13.5%
	
	
	



2.2  变量测量
本研究所采用的量表均选自国外的成熟量表，所有多题目量表都采用1～5级李克特量表，分值越高表示越认同。其中，包容型领导量表采用的是Carmeli等【补标著录原文献】编写的量表，共9个题项，典型题项为“我的领导乐于探讨期望的目标和达成目标的新途径”[52]【本研究自行设计的题项有何引用的必要？】，该量表的Cronbach's α值为0.925。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量表采用的是Parker等[29]编写的量表，共7个题项，典型题项为“我愿意作为代表去参加高层管理者召开的会议”，该量表的Cronbach's α值为0.901。员工创新工作行为量表采用的是Janssen等[9]编写的量表，共9个题项，典型题项为“我认为该员工经常将新点子转化为有用的实践”，该量表的Cronbach's α值为0.930。主动性人格量表采用的是Bateman等[46]【与后文参考文献部分不一致，请核实】编写的量表，共10个题项，典型题项为“我总是组织中推进变革的重要力量”，该量表的Cronbach's α值为0.861。创新动机量表采用的是Tierney等编写的量表【补标著录原文献】，共5个题项，典型题项为“我喜欢创造新的工作程序”[53]【本研究自行设计的题项有何引用的必要？】，该量表的Cronbach's α值为0.882。另外，考虑到人口统计学变量会影响个体的认知和创新行为，借鉴Scott等[54]的研究，分别控制了员工的年龄、性别、学历、工作年限、收入和领导的年龄、性别和职位等因素。
3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3.1  聚合检验
由于本文包容型领导由员工填写【何意？】，需要根据相关聚合指标Rwg【给出中文名称】、组内相关系数ICC进行检验，以判断包容型领导数据是否可以上升到团队层面进行分析。为此，借助SPSS 23.0计算以上指标得到，包容型领导的Rwg均值为0.970，ICC（1）为0.544、ICC（2）为0.625，分别大于0.700、0.120和0.500的临界值，表明该变量组内一致性和组间差异较高，能够聚合到团队层面。
3.2  验证性因子分析
利用Mplus 7.0软件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五因子结构模型的拟合度最优（χ2=993.302，df=550，χ2/df =1.806，RMSEA=0.061，SRMR=0.049，CFI=0.907，TLI=0.900）【无须赘述表中已有信息】，表明本研究所采用的5个因子区分效度良好，是独立的构念，适合进一步分析检验。
表2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χ2
	df
	χ2/df
	CFI
	TLI
	RMSEA
	SRMR

	五因子模型：（LLE、RBSE、PRP、INM、IWB）
	993.302
	550
	1.806
	0.907
	0.900
	0.061
	0.049

	四因子模型：（LLE、RBSE、PRP+INM、IWB）
	1 229.318
	554
	2.219
	0.859
	0.848
	0.075
	0.056

	三因子模型：（LLE、RBSE+PRP+INM、IWB）
	1 378.414
	557
	2.475
	0.828
	0.816
	0.083
	0.060

	二因子模型：（LLE+RBSE+PRP+INM、IWB）
	2 286.440
	559
	4.09
	0.638
	0.615
	0.120
	0.119

	一因子模型：（LLE+RBSE+PRP+INM+IWB）
	3 063.740
	560
	5.471
	0.476
	0.443
	0.144
	0.147


注： LLE表示包容型领导，RBSE表示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IWB表示员工创新工作行为，PRP表示主动性人格，INM表示创新动机。下同。

3.3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子法来检验共同方法偏差。通过主成分分析发现5个因子中，解释总变异最大的因子占比为33.238%，低于40.000%的临界值，表明变量间的共同方法偏差不严重。另外，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也显示，五因子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相较于其他模型具有明显的优势，进一步证实了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不严重。
3.4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采用SPSS 23.0分析研究变量的相关性、平均值及标准差，结果如表3所示。可见，包容型领导与员工的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以及创新工作行为之间均存在显著正向关系；员工的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与创新工作行为、主动性人格、创新动机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性。由此可知，各变量间均存在正向关系，为接下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表3  各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9
	10

	1. 员工年龄
	1.472
	1.402
	1.000
	
	
	
	
	
	
	
	
	

	2. 员工性别
	1.628
	0.485
	−0.145*
	1.000
	
	
	
	
	
	
	
	

	3. 员工学历
	2.707
	0.882
	−0.523**
	0.225**
	1.000
	
	
	
	
	
	
	

	4. 员工工作年限
	2.112
	1.373
	0.661**
	−0.176*
	−0.370**
	1.000
	
	
	
	
	
	

	5. 员工收入
	2.200
	0.923
	0.229**
	−0.293**
	−0.008
	0.362**
	1.000
	
	
	
	
	

	6. LLE
	4.268
	0.542
	0.002
	0.113
	−0.049
	−0.036
	−0.003
	1.000
	
	
	
	

	7. RBSE
	3.807
	0.604
	−0.120
	0.164*
	0.215**
	−0.052
	0.043
	0.369**
	1.000
	
	
	

	8. INM
	3.780
	0.606
	−0.004
	0.108
	0.032
	0.069
	0.016
	0.321**
	0.663**
	1.000
	
	

	9. PRP
	3.814
	0.569
	−0.052
	0.042
	0.150*
	0.006
	0.024
	0.287**
	0.655**
	0.597**
	1.000
	

	10. IWB
	3.915
	0.650
	0.024
	0.040
	0.080
	0.155*
	0.106
	0.358**
	0.280**
	0.275**
	0.300**
	1.000


注：**表示P< 0.01，*表示P< 0.05。下同。
3.5  假设检验
鉴于本研究所使用的变量包含团队层和员工层，需采用多层次分析模型对所提假设进行验证，因此采用HLM 6.08软件构建零模型计算员工创新工作行为的组内和组间方差。结果如表4所示，IWB的组内与组间方差分别为0.265、0.146，由此可知该变量的ICC（1）为0.356，ICC（2）为0.617，两者均超过临界值，表明员工创新工作行为的方差有35.6%来自组间方差，其余来自组内方差，因此可以进行跨层次分析。
3.5.1  主效应及中介效应检验
跨层次主效应和跨层次中介效应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在加入控制变量后，包容型领导正向影响员工创新工作行为，且显著促进员工的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因此假设1得到验证。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对员工创新工作行为的估计系数为正显著，可知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正向影响员工创新工作行为。在加入中介变量中介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后发现，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创新工作行为的正向作用仍显著，但相比主效应模型的系数有所降低，说明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在研究模型中发挥部分中介的作用，假设2得到验证。
【表4中：M3是什么模型？需要交代；Level1和Level2是指什么？需要在正文中交代】
表4 主效应和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
	变量
	IWB
	RBSE

	
	零模型
	加入所有控制变量
	加入RBSE
	中介效应模型
	加入所有控制变量

	Level 1
	
	
	
	
	

	截距
	3.914***
	3.573***
	3.528***
	3.600***
	2.971***

	员工年龄
	
	0.017
	−0.003
	0.023
	0.015

	员工性别
	
	0.028
	0.012
	0.006
	0.177

	员工学历
	
	0.090
	0.059
	0.086
	0.122*

	员工工作年限
	
	0.065
	0.055
	0.056
	−0.001

	员工收入
	
	0.044
	0.045
	0.043
	0.069

	RBSE
	
	
	0.210**
	0.196*
	

	Level 2
	
	
	
	
	

	领导年龄
	
	−0.076
	
	−0.096
	−0.098

	领导性别
	
	0.037
	
	0.051
	0.112

	领导职位
	
	0.009
	
	0.033
	0.078

	LLE
	
	0.602***
	
	0.594***
	0.425**

	组内方差
	0.264
	0.264
	0.252
	0.250
	0.262

	组间方差
	0.146
	0.091
	0.144
	0.094
	0.062


3.5.2  调节效应检验
由于调节变量创新动机、主动性人格调节的是个体层变量间的关系，未涉及到跨层次模型，因此进行逐步回归分析来检验调节效应，结果如表5所示。可知，创新动机和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的交互项显著正向影响员工创新工作行为，说明创新动机对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和员工创新工作行为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假设3得到验证。而主动性人格与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的交互项显著正向影响员工创新工作行为，说明主动性人格对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和员工创新工作行为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假设5得到验证。另外，本研究基于Aiken等[55]的方法，绘制关于创新动机和主动性人格在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与员工创新工作行为之间的调节效应图。如图2所示，在创新动机水平较高的情况下，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对员工创新工作行为的正向影响更强，进一步验证了假设3。如图3所示，在主动性人格较强的情况下，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对员工创新工作行为的正向影响更强，进一步验证了假设5。
表5  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IWB

	
	加入控制变量
	加入RBSE
	加入RBSE和ISM
	加入RBSE、ISM及两者的交互项
	加入PRP
	加入PRP及其与RBSE的交互项

	员工年龄
	−0.079
	−0.063
	−0.059
	−0.059
	−0.068
	−0.075

	员工性别
	0.062
	0.022
	0.019
	0.027
	0.038
	0.038

	员工学历
	0.114
	0.069
	0.083
	0.107
	0.058
	0.077

	员工工作年限
	0.239*
	0.228*
	0.212*
	0.236*
	0.218*
	0.224*

	员工收入
	0.057
	0.034
	0.040
	0.016
	0.044
	0.030

	RBSE
	
	0.264***
	0.165
	0.146
	0.134
	0.129

	INM
	
	
	0.146
	0.126
	
	

	PRP
	
	
	
	
	0.196*
	0.181*

	RBSE×INM
	
	
	
	0.152*
	
	

	RBSE×PRP
	
	
	
	
	
	0.142**

	调整后的R2
	0.030
	0.092
	0.100
	0.117
	0.110
	0.126

	
	
	
	
	
	
	

	△R2
	0.053
	0.065
	0.011
	0.021
	0.022
	0.019

	F
	2.328*
	4.628***
	4.389***
	4.555***
	4.785***
	4.856***



图2  创新动机在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和员工创新工作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

图3  主动性人格在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和员工创新工作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
3.5.3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遵循Hayes的建议【补标著录原文献】，运用Process宏程序来检验是否存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从经过5 000次的Bootstrap抽样检验结果可知（如表6所示），无论是在高创新动机还是低创新动机的水平上，包容型领导通过增强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进而正向影响员工创新工作行为的间接效应都不显著，且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值也不显著（系数为0.066, CI=[−0.015, 0.151]，置信区间包含零），因此假设4不成立。另外，无论是在高主动性人格还是低主动性人格的水平上，包容型领导通过增强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进而正向影响员工创新工作行为的间接效应均不显著，但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值显著（系数为0.098, CI=[0.012, 0.194], 置信区间不包含零），因此假设6得到验证。
【表6中：−1SD和+1SD是何意？需要交代清楚】
表6  间接效应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间接效应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间接作用路径
	调节变量水平
	效应【何意？】
	标准误
	置信区间
	
	系数
	标准误
	置信区间

	包容型领导通过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影响员工创新工作行为
	INM（−1SD）
	−0.001
	0.050
	（−0.098,0.099）
	
	0.066
	0.042
	（−0.015,0.151）

	
	INM（+1SD）
	0.079
	0.047
	（−0.007,0.181）
	
	
	
	

	
	
	
	
	
	
	
	
	

	
	PRP（−1SD）
	−0.032
	0.046
	（−0.123~0.059）
	
	0.098
	0.046
	（0.012,0.194）

	
	PRP（+1SD）
	0.080
	0.048
	（−0.005~0.181）
	
	
	
	


4  结论与讨论
4.1 研究结论
本文将包容型领导、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创新动机、主动型人格、员工创新工作行为纳入同一框架中，基于AMO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探讨了包容型领导到员工创新工作行为的作用传导机制，从员工动机与个人特质双重视角出发，验证了创新动机和主动性人格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创新工作行为具有跨层次正向影响，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中介了包容型领导与创新工作行为的关系；同时，本文验证了主动性人格和创新动机在员工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和创新工作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证实了个体的人格特质及其形式动机均能够对创新行为的产生发挥作用。另外，本文进一步发现主动性人格显著调节了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而创新动机对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中介作用的调节效应并不显著。
4.1理论意义【避免自评。相关内容融入研究结论】
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首先，本研究基于特质与动机视角揭示了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创新动机的具体传导过程。以往研究探究了包容型领导对创新行为的作用机制，但忽视了其对创新工作行为作用边界。本研究发现，包容型领导能够通过改变组织情景，为员工提供开放的环境氛围，主动为员工在实施角色外行为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承担责任，以增强员工实行角色外行为的效能感的自信程度。通过探索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创新工作行为的有效机制，有助于理解包容型领导对组织中后续行为的影响，同时回应了Choi等[45]对包容型领导的研究，丰富了对包容型领导作用机制的研究，为领导风格影响下属行为领域贡献了新知识。
其次，本研究从个体特质与动机视角入手，考察了主动型人格和创新动机在员工创新工作行为产生过程中的调节效应。创新工作行为作为个体在工作中产生的一种复杂的、非常规的行为，包含创意的探索、产生和实施三个层次的含义，其产生条件极为复杂[5]。现有研究大多基于组织层面或个体层面单个层面探究创新工作行为的前因变量。本研究同时将个体人格特质及主观动机纳入研究模型，将其作为影响员工创新工作行为的重要边界调节，对这一跨层作用机制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进一步拓展了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对员工创新工作行为的边界机制，为后续探究员工创新工作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借鉴。
最后，本研究基于AMO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探讨了员工创新工作行为产生的组织条件和个体特征。本研究突破了以往研究中基于单个层面对员工创新工作行为的研究，以AMO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为线索，验证了组织层面的包容型领导风格对员工心理状态和具体行为的影响，回应了动机驱动行为的理论基础[56]，丰富了领导影响下属行为的理论表达，同时呼应了AMO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应用于组织管理实践的诉求。
4.2  管理启示
科技创新是企业谋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中，激励科技型员工为解决组织问题寻求新思路，并把这种思路付诸实践，进而促进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成为组织管理实践的重要议题，本研究通过揭示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创新工作行为的跨层作用机制发现，员工创新工作行为受到个体主动性人格和创新动机的影响，为员工创新领域的管理实践提供了新思路。
（1） 包容型领导能够通过给予员工信任、尊重，鼓励员工参与组织工作，为员工科技创新提供资源平台等方式促进创新工作行为的产生。因此，科技型企业在组织管理实践过程中，为了激发和保持员工的创新工作行为，可以考虑实施激发领导包容性特质的管理方法，具体表现为：雇佣具有包容性品质的领导者、对实施这种领导风格的领导者进行评价【进行什么评价？】并奖励、通过培训开发包容型领导者。其次，领导者对创新工作行为应表现出支持的态度，为员工创新想法的落地提供资源和平台，确保员工参与到组织实践中，促使员工发现潜在的问题并能够主动采取措施去解决组织中存在的问题，而不应成为科技创新变革的阻碍；同时，领导者应在工作中给予员工积极的心理暗示，让其体会到组织和领导者对创新的鼓励，为员工创新工作行为的产生和实施营造良好的组织氛围。
（2） 本研究验证了包容型领导通过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的间接作用促进创新工作行为的产生。研究发现，组织环境能够引导员工的角色认知，而领导者的信任和支持是员工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产生的重要来源，包容型领导所展现出的对个体价值的认可，能够显著增强员工的自信心和效能感，进一步激励员工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的提升。【赘述】如前所述，员工创新工作行为是一种多维度行为，这种个体角色外行为的产生对个体的心理因素及其对完成该项任务的信心具有较高要求。因此，科技型企业在管理实践中，应鼓励领导者通过实施包容型领导行为，在与下属交往过程中对下属表现出的有益于组织发展的角色外行为展现出支持态度，使其产生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这种积极的心理状态，提升员工耗费自身资源去承担职责外工作任务、促进组织发展的意愿。其次，领导者应通过自身履行职能的方式为员工创新工作行为的产生提供有利的组织环境，以此降低员工在实施创新行为时的风险感知，提升员工创新的效能感。
（3） 本研究验证了主动性人格与创新动机在员工创新工作行为实施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基于以往的研究，人格特征因人而异且不易改变，而创新动机包含内源性创新动机和外源性创新动机。本研究验证了主动性人格特质和创新动机能够增强个体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对创新工作行为的促进作用，因此，在管理过程中应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具体分析员工实施创新工作行为的可能性。首先，对于有创新需求的科技型组织而言，在招聘过程中应将人格特质最为重要的考察指标，选取具有主动性人格特质和具备创新潜力的科技型人才。其次，领导者应根据组织环境和下属特点制定具体的管理方案，如通过设置创新性强的组织氛围和创新激励制度以提升员工的外源性创新动机，通过描绘工作前景或采用利润分享的方式激发员工的内源性创新动机，从而推进员工创新工作行为的实施。
4.3  局限与未来展望
尽管本研究在数据收集和分析过程中尽量保持科学性，但本文仍然存在如下局限：第一，在收集数据过程中仅采用了问卷调查法，虽然分时点对有关信息进行收集，但可能存在主观因素对结果的干扰，今后则可以综合使用数据调查方法。第二，本研究虽然综合了AMO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但一些学者基于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受到个体特征和主观态度的影响。本研究验证了主动性人格和创新动机对员工创新工作行为的边界作用，这说明除了人格特质和动机之外仍然可能存在其他影响创新行为的因素，在未来应进一步对个体层面和组织层面的因素进行深入挖掘。第三，包容型领导作为起源于西方管理实践的领导风格虽与中国的传统美德有契合之处，但其在中国情境下仍然缺乏进一步的验证，其对员工创新工作行为的作用机制有待深入挖掘。【这不就是本文的研究内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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